
北市大社教學報 第十二期  115 
2013 年 12 月 

簡吉與外來團體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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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台灣農民組合最初成立之時，本是一個單純以提高農民智識與文化的團體，可是後來卻一步一步

走向激烈抗爭的「左派」路線，這實與農民組合與其他外來團體的密切接觸有關。由於農組本身人才

與經費的缺乏，再加上社會運動經驗不足，就必須積極於尋求外來團體的奧援。可是從另一面向來看，

台灣農民組合是當時最大的社會運動團體，是其他結社組織所亟欲爭取合作的對象，面對日本這個外

來統治政權，它是共同敵人，於是互為聲援、相互合作是十分自然的事。 

    在這相互合作的過程中，台灣農民組合的領袖—簡吉，是最具關鍵性的角色。台灣農組成立後，

簡吉和趙港親赴日本國會請願，期間並和日本農民組合和勞動農民黨接觸，所以在農組成立之初，日

本方面先後派了麻生久、布施辰治和古屋貞雄來台，簡吉也將日本的思想、戰術移植到台灣，增加了

「階級鬥爭」的色彩。 

    台灣農組在第一次全島大會後已是島內最大團體，且有「左傾」的傾向。1928 年台灣共產黨的謝

雪紅被押解回台，被釋放後積極攏絡農組，而謝雪紅第一個想吸收的人便是簡吉，這是因簡吉在農組

的地位與農民的心中，聲望是極高的，如此想要拉攏農民組合也相對容易些。此時的農組在各地抗爭

激烈，極需人才與經費，簡吉就和台共的謝雪紅合作，最後更加入了台灣共產黨，簡吉的思想更為左

傾，更帶有濃厚的共產主義。 

    簡吉的共產主義色彩，也為他帶來了坎坷的命運。台灣總督府就以農組進行共產主義運動為由，

於 1929 年 2 月 12 日進行全島大檢舉，簡吉因此被逮捕，判刑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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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簡吉  台灣農民組合   勞動農民黨  台灣共產黨 

壹、前言 

    台灣社會長久以來就在外來統治之下受到殖民地與封建的雙重剝削，台灣農民往往成為反殖民、

反封建的引線。1920 年以後，留學生等知識份子下鄉與農民大眾相結合，農民運動就在民族自決的倡

議下，受到思想啟蒙而展開反對運動。後來農民大眾更受到民族運動與階級鬥爭的薰陶，漸為台灣共

產黨所影響，台灣農民組合身處此潮流當中，終成為台共的外圍組織。 

    整個台灣農組的發展過程中，農民運動實與其他結社團體脫不了關係。但兩者關係常被誤解，因

「農民爭議訴求的主題與抗日民族運動的政治訴求完全沒有契合之處，農民運動的面貌之所以遭到扭

曲，是受到政治團體介入參與，並在各政治團體的內部綱領中標榜對農民運動策略與運作，渲染自身

團體在民族運動中的領導地位所致。」
1
 或甚至有學者認為「農民運動只是民族運動及階級運動的工

具」，
2
 可是就《台灣民族運動史》的觀點，簡吉的個人思想，在初期乃是站在民族主義的立場，而且

領導農民抗爭的主要目的是爭取經濟條件之改善，與政治改革並無明顯交集。
3
 

    但是處於殖民地位的台灣，不僅僅有著日本的異族統治，受種種不平等的對待，還有日本財閥和

本地與日本財閥結合的大地主的剝削，所以不僅有民族主義的色彩在內，階級意識的因素也極為濃

厚。當時的農民運動與一般社會運動類似，除了爭取自由與生存權利外，還蘊含著複雜的民族情結在

內，不但是一種社會經濟運動，也是一種民族意識的運動，
4
更是排日反日的一種運動。所以不管基於

民族情感上或經濟上，他們有共同的敵人，因此「各結社團體互為聲援，相互合作，是十分自然的，

此充分反映了當時社會運動份子的角色十分複雜，常橫跨數個結社團體。因此台灣農民組合與各結社

                                                 
1羅文國，《日本殖民政策與台灣農民運動的形成（1895~1931）》，國立政治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3 年，

頁 148。  
2王鳳雄，《日據時期台灣社會解放運動及論述》，私立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5 年，頁 133。 
3陳翠蓮，＜菁英與群眾：文協、農組與台灣農民運動之關係（1923-1929）＞，收錄於陳慈玉主編的《地方 

  菁英與台灣農民運動》，2008 年，頁 110。 
4江亮演，＜日據時代臺灣農民與勞工的社會運動＞，《國立空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5 期，1997 年，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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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關係，絕不能以純粹工具說來看待。」
5
 

    當時的台灣社會，交雜著爭取生存權利的經濟利權運動和台灣民族意識的運動，再加上當時共產

主義的盛行，使得各個結社團體雖互相競爭，但也互為奧援。當時的台灣農民組合，即受到外來團體

的合作與支援而聲勢達於高峰，卻也因外來團體的介入，而快速走向敗亡，這是歷史潮流的因素，絕

非少數幾個人所能影響的。 

 

    貳、簡吉與日本勞農黨的接觸 

    日本勞動農民黨對台灣農民組合的草創時期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它是 1920 年代左翼運動的政黨

之一，台灣農民組合與日本勞農黨的首次接觸是從二林事件開始的。1926 年（大正 15 年）、1927 年（昭

和 2 年）勞農黨幹部麻生久、布施辰治受文化協會之請，來台分別為二林事件一、二審辯護。 

    為替二林事件辯護，麻生久於 1926 年（大正 15 年）7 月 20 日來到台灣，辯護結束後，麻生久接

受農組幹部簡吉、趙港的安排，赴中南部的農村視察訪問，召開農民演講會。麻生久 7 月 24 日自台

中出發，隔天，抵達嘉義竹崎庄，受到林巃等百餘位農民熱烈歡迎，並在大廟前，以「農民生活之向

上」為題，引述日本農民運動與台灣農民生活的現狀，認為農民在社會所做的事業是最重要的，但農

民卻處於最壞的地位。近來農民漸知曉此道理，所以非團結不可，基於共通的感情，興起組織農民組

合，以圖自己生活之向上。
6
在此演講中，宣揚了階級鬥爭的必要，並呼籲農民團結抗衡地主資本家，

推動成立農民組合。
7
然後繼續到曾文郡，接著到簡吉的老家鳳山，最後接受趙港等幹部的邀請到台中

大肚，每到一處都受到農民熱烈的歡迎，演講題目大致相同。藉著這次的巡迴演講，麻生久宣揚社會

主義，並喚起農民的覺醒與團結，他使農民了解到必須成立農民組合，才能維護自身權益，爭取到合

理、公道的對待。 

    1927 年（昭和 2 年），2 月 17 日簡吉與趙港因土地放領與竹林爭議等問題，向日本帝國議會請願。

在日本其間，曾赴大阪出席日本農民運動組合第六次總會，會見了幾位日本社會運動健將，包括日本

                                                 
5楊光華，《日據時期台灣農民組合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8 年，頁 94。 
6《台灣民報》第 119 號，1926 年 8 月 22 日，頁 8。 
7《台灣民報》第 119 號，1926 年 8 月 22 日，頁 8。 



北市大社教學報 第十二期                                                                   118 

九州農民組合聯合會會長花田重郎，並與之對話： 

花田：我們想請教遠道而來的台灣農民組合的同志關於彼地的情況。 

簡吉：（台灣）我等如何被壓榨不用多說。甚至日本政府給予我們的登記權最後也遭到資本家

侵害。在台灣，條件最惡劣的是甘蔗，他們支付給我們三千萬元款項，卻以四億八千萬

以上的價錢販售。各位看，如此可惡至極的壓榨。像香蕉也被課予種種的賦稅。還有，

以做為優惠退職官吏之用為名義，奪取我們的土地。如果要我等離開那些土地，我們寧

願死在那塊土地上。
8
 

 

    之後又於 2 月 25 日抵達東京，經由台灣文化協會的安排，簡吉有緣結識了日本勞動農民黨的布

施辰治律師與古屋貞雄。布施辰治與簡吉交談後，頗同仇敵愾，決定撥空到台灣替二林事件被判刑的

台灣人辯護，為台灣工農爭取權益。簡吉回台後，因擔心布施辰治來台的安全，所以寫了一封信警告

他，簡吉寫說： 

您承諾為台灣的二林農民事件上訴審判擔任首席律師，我異常高興。抵台之後，請您不僅出席

法庭審判的辯護，也請作全島巡迴演講，俾推進台灣人解放運動。為使萬事能順利進行，我已

經和台灣文化協會與其他單位聯絡。先前拜見您曾提醒，來台灣的話，多數日本人（異議人士）

都會被殺害，所以為了避免被殺，請您要有覺悟。當時面談之際，您似乎沒理解我說的話，若

加以解釋，就是說，幾乎所有日本社會運動家渡台以後，他們原本要抵抗台灣總督府的鬥爭精

神，後來都一一被扼殺消失！總督府會讓這些日本人覺得殖民政府到底還是很通情達理，而且

會給予很好的招待。他們反過來卻會亮出彈壓言論的殺手鐧，來扼殺社會運動家的鬥爭精神。

對於這一點，務請注意，以回應台灣人的期待。
9
 

 

    為回應台灣人的期待，布施辰治在來台不到十天，225 個小時當中，就造訪了台灣南北 21 個地方，

                                                 
8蔡石山，《滄桑十年：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 1924-1934》，台北：遠流，2012 年，頁 130。 
9蔡石山，《滄桑十年：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 1924-1934》，頁 122-123。轉引自布施柑治著，《布施辰治—自幸徳 

  事件至松川事件》，東京：未來社刊，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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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了三十次演講，
10
對台灣農民運動的付出可說殫精竭力，精神令人敬佩。而台灣人也給予熱烈的回

應，在他三十場演講當中，場場爆滿。在他台中演講前的文宣上寫著：「我們親熱的無產階級前衛，

遠自日本之地的布施辰治，這回為著同胞所提心吊膽的二林蔗農做爭議的辯護」，在彰化的演講文宣

則說：「布施辰治是日本勞動界的泰斗，是無產勞動階級唯一的辯護士。」
11
布施辰治每至一處演講，

民眾總是人山人海，給予熱誠的歡迎。 

    布施辰治的每場演講，都是用日語，所以再經由簡吉以台灣話口譯，由於演講以一個半小時為限，

時間非常緊迫。他的演說內容除了為二林事件被判刑的台灣人叫屈，還指控殖民政府的苛酷法律，批

判日本中央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令一般大眾感到痛苦。所以他呼籲台灣民眾要團結一致，與資本家、

統治階級對抗。布施辰治的每場演講，透過簡吉的翻譯，是如此地振奮人心，所以對農民覺醒的震撼

力非常之大。 

    簡吉自日本請願歸來後，農組活動更加積極，農民組合展開了全島總攻擊，組織宣傳隊，於各地

不斷舉辦巡迴演講，可是卻受到殖民政府的迫害、鎮壓，組合員被毆打、拘留、處以罰金，幹部被隨

意地羈押逮捕，事務所被搜索，文件被扣押。簡吉所領導的農組深受挫折，他認為如果農民運動要繼

續發展的話，需日本朋友的大力協助，於是他又寫了信給日本的花田重郎，提到由於台灣農組缺乏律

師，所以只要遇到爭議就感到非常辛苦，所以在中常委會議中決定，向勞農黨提出請派一位律師來台。 

    日本勞農黨很快答應台灣農組的要求，派了古屋貞雄律師來台支援。古屋貞雄律師 1927 年（昭

和二年）5 月 4 日第一次來到台灣，此次來台 20 天，到 25 個地方演講，由簡吉擔任通譯。古屋這次

來台，主要是解決農業糾紛的法律問題，並在各地舉辦巡迴演講，激發農民階級從事解放抗爭的熱情。

在台其間曾要求日本當局放棄一貫的榨取政策，於是向台灣總督府提出陳情書： 

台灣總督府的土地政策是無視緣故者與耕作者，徒使土地買辦階級簇出，而惹農村的紛爭。又

在產業政策，也是對生產物的管理權行不當的干涉，方便中間買辦階級擅行榨取，以致極度威

脅到農民的生活。因此要盡速廢止這些政策及不當的干涉，尊重本島古有的土地慣習以及生產

                                                 
10謝四海，＜二林蔗農事件的時代背景與對臺灣農運的影響＞，《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第 107 期，2010 年，頁 

  48。 
11蔡石山，《滄桑十年：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 1924-1934》，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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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生產物管理權，使土地緣故者或耕作人能得安心精進於農業，俾得多額生產，以期保障農

民生活……。
12
 

     

    古屋回到日本後，這份陳情書也影響了日本勞農黨與日本農民組合，於是針對退職官土地放領問

題，兩個團體一起發表了＜對首相與台灣總督之抗議書＞，
13
其精神與內容幾乎是古屋陳情書的翻版。

它直指了台灣總督府的退職官土地放領政策是極其不當的做法，完全不顧農民的生計，使農民生活備

感威脅，這將造成台灣統治上的重大問題，希望上位者能保持農村安定，保障農民的生活。 

    由此可看到，簡吉、趙港的東京請願之行，使得台灣農組與日本左翼團體的關係更加密切了，而

派古屋針雄律師常駐台中，擔任台灣農組的顧問，也擔保了台灣農組今後與勞動農民黨的聯繫。
14
古

屋擔任顧問其間，不遺餘力地將日本勞動農民黨的思想、組織宣傳技術以及鬥爭經驗傳授予台灣農

組，這使得台灣的農民運動日漸傾向社會主義，也感染到了階級鬥爭的色彩，這可從 1927 年（昭和 2

年）12 月台灣農組的第一次全島大會重要決議與當時農組文宣上的主張、戰術與口號可看出。
15
並透

過古屋的協助，台灣農組與朝鮮左翼團體搭上了線，所以在台灣農組的第一次全島大會日本與朝鮮的

許多左翼團體均有與會或祝電，聲勢之大可謂空前。 

    二林事件使得台灣農民運動與日本勞動農民黨有了初步的接觸，而為了要與殖民政府抗爭，台灣

農民畢竟經驗不足，不能單靠自己的力量，必須學習其他地方農民運動經驗與理論，且台灣農民生活

貧困，缺乏知識，為了生活沒有機會讀書學習，只有藉著如簡吉等這樣的少數知識份子，才能眼界大

開，展開更進一步左翼的社會運動道路。簡吉與趙港的東京請願之行，就與日本的勞動農民黨建立了

更緊密的關係，農組與日本勞農黨的合作，形成了「台灣民族解放的實現與日本無產階級的緊密結

合」，
16
彼此互相支援，以達成目標。所以簡吉、趙港也在日本學習到不少新的鬥爭方法，更由於日本

勞農黨的支持，讓台灣農民組合的活動更加蓬勃發展，不再如以前被動式的請願，而是採取更激烈的

                                                 
12《台灣民報》第 160 號，1927 年 6 月 5 日，頁 6。 
13參考連溫卿著，張炎憲、翁佳音編校，《臺灣政治運動史》，台北縣板橋市：稻鄉，1998 年，頁 174。 
14盧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北：前衛出版社，1989 年，頁 45。 
15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台北：海峽學術出版社，2006 年，頁 76-85。 
16《台灣大眾時報》第 3 號，1928 年 5 月 18 日，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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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遊行活動，這也讓 1927 年到 1928 年的農民運動達到最高峰。可是隨著台灣共產黨在農民組合內

部的滲透，影響力也逐步擴大，日本勞農黨在台灣農民組合的指導者角色，便逐漸被台灣共產黨所取

代。 

 

参、簡吉與台共的接觸 

    農組成立初期，由於受到日本農民組合和勞動農民黨的協助和支持，台灣農民組合迅速的發展。

農民組合於是採取了日本的行動模式，不再被動的請願，除了鼓動農民大眾示威外，也採取了更激進

的行動，台灣農組於是逐漸與狹義的民族主義運動分道揚鑣，從此和階級鬥爭緊密結合在一起。
17
1927

年底，台灣農組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宣布自己將「馬克思主義化」，依照馬克斯指導無產階級的方

法，成為解決農民問題的方針。就在日本本國共產主義的影響與指導下，農民很快的自覺起來，於是

農民抗爭迭起，農民組合的會員人數與支部迅速增加，成為全台最大的社運團體。看到農組規模如此

之大，台共認為「農民組合實際上已成為台灣革命運動中戰鬥的、最大而且最鞏固的大眾組織」。
18
此

時正是台灣共產黨的草創階段，如何積極滲透進入領導農民運動的台灣農民組合，被視為台灣共產黨

發展的一個極重要工作，尤其當時的知識份子，「到民間去」、「到農村去」的呼聲極為高漲，只要稍

具抗日意識的青年都自然而然想到與農民合作，自日本回台的留學生，更覺察到農民是站在反抗台灣

總督的第一線，於是紛紛加入農民運動，
19
再加上當時台灣農組在第一次全島大會中，路線宣布朝向

「馬克思主義化」，更為台灣共產黨滲透入台灣農民組合提供了絕佳的機會。因此台灣共產黨選擇與

當時蓬勃發展的台灣農民組合合作，是自有其客觀條件的。 

    台灣共產黨在建黨大會後提出了「農民問題的重要性」，明確指出台灣農民運動已統合在台灣農

民組合之下，這的確給台共在農民運動上提供最佳的前提條件，不過台共組織認為台灣農組在思想或

實踐方面犯了種種錯誤，包括： 

1、農民組合把農民誤認為是無產階級與台灣革命的主力軍，根本上忽略了無產階級的作用。 

                                                 
17陳逢源，《台灣經濟と農業問題》，台北：萬出版社，1944 年，頁 38。 
18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農民運動＞，頁 133。 
19陳芳明，《謝雪紅評傳》，台北：麥田出版，2009 年，頁 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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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農民組合因成為農民運動的指導體，把大眾團體的農民組合與政黨混同了。 

3、由於受到日本福本主義的不良影響，不但不瞭解農民的實際需求，且竟然否認民族革命運

動，只顧高唱階級鬥爭。 

4、輕視群眾的日常鬥爭，幹部只熱中於政治活動，使得農民趨向於獨立的形勢。 

5、對工農的革命同盟未曾有過具體作為。 

6、農民的基本訴求是土地問題，但對於封建地主與帝國主義的反對運動卻未曾明確提 

   出。
20
 

 

    為克服這種種錯誤和充分利用農組所創造出來的有利形勢，台共決定派遣黨員加入台灣島內各運

動團體，以擴大台共在其中的掌控力道。所以台共在建黨初期的目標是： 

當前的緊急任務是儘速吸收散佈在台灣各地實際參與運動的共產主義者，以這些革命的先進知

識份子為中心，首先著手準備組織的召集。在準備會議之後，努力吸收從事戰鬥員之勞動者與

農民黨員，然後，才能以勞動階級和貧農為基礎，開始建立一個嚴密堅固的共產黨。
21
 

 

    這些運動團體其中包含了農民組合在內，而謝雪紅在其間擔任了重要角色。1928 年(昭和 3 年)5

月謝雪紅被日本政府從上海押回台灣，許多人從報紙得知這個消息，6 月在台中被釋放後，當時簡吉

等一些社會運動人士曾找過她，並向她介紹農民運動的情形，並聽取他的意見。謝雪紅並認為簡吉等

人是因她高舉著無產階級革命的旗幟，所以願意接受台共的領導與無產階級革命的。
22
 

    此時謝雪紅也想在台灣發展共產主義革命，工農群眾向來是共產黨發展方向，但她並無群眾基

礎，最佳的捷徑，就是從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開始。當時的台灣農民組合本部和台灣文化協會本部都

設於台中大屯，為了便於接觸，謝雪紅也在台中公園附近租了房子，趁此到這兩個運動總部拜訪，農

組與文協的許多幹部也相繼造訪她，特別是農組的人，所以謝雪紅在她的《我的半生記》中提到：當

                                                 
20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共產主義運動＞，頁 61；史明，《台灣人四百年史》，台北：  

  草根文化出版社，1998 年，頁 655。 
21若林正丈，《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台北：播種者，2007 年，頁 325。 
22謝雪紅，《我的半生記》，台北：楊翠華，1997 年，頁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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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正是農民運動最高潮也是最活躍的時期，但因缺少幹部不能應付形式發展的需要，簡吉、趙港同我

談起這個問題，並提議辦一個青年幹部訓練班的計畫，我即刻表示贊成，並願意積極支持他們。
23
 

    為了能讓台灣共產黨在台灣島內發展、奠基，謝雪紅第一個想要吸收的黨員便是簡吉，因為簡吉

是當時農民組合中聲望最高也是最有影響力的人。根據台共的一份重要文件＜農民問題對策＞顯示，

要發展台灣共產黨就必須與島內的農民運動建立密切聯繫，內容就指出： 

一、要強化農民組合的思想武裝，須發行全島性的機關刊物。一方面爭取言論自由，一方面對

農民大眾展開思想訓練。 

二、台共的活動與農民運動，是台灣民族的共同鬥爭，同樣都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也要廢

除反動地主與及其他一切封建的殘餘。 

三、土地問題是當前農民大眾奮鬥的目標，也是台灣民族民主革命的社會內容。所以，提出『土

地還給人民』、『土地公有化』的要求，是正確的。 

四、台灣革命的指導權，應屬工人階級。就台灣各階級勢力與階級結構來看，勞動者才是台灣

革命的指導權。因此革命指導權並不在農民手中。不過，農民是台灣革命獨一無二的同盟

軍。」。
24
 

 

從這一個文件我們可以看出，謝雪紅只是把簡吉和他的農民組合視為同盟者，並非革命主力，它

只是謝雪紅發展台灣革命的過渡階段。 

    1928 年(昭和 3 年)7 月，簡吉和謝雪紅合作，在農組本部開辦「青年幹部訓練班」，學員是從農組

支部的積極青年中調過來，擔任講師的有簡吉、楊克培與謝雪紅等，簡吉主要講授的主題是「農民運

動的問題」。課程雖由農民問題開始，但在謝雪紅的影響下，課程卻逐漸轉向了國際共產主義的運動

和殖民政策的批判。在 9 月 23 日至 11 月 8 日在農組本部樓上也組成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部」，講

員與指導員包括了簡吉、陳德興、楊克培與謝雪紅等人，研究主題包括台灣農民運動、共產主義與無

                                                 
23謝雪紅，《我的半生記》，頁 273。 
24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臺灣史觀》，台北：麥田出版，2011 年，頁 430。轉引自山邊健太郎編，《台 

  灣》（現代史資料二十二），山邊健太郎編，《台灣》（現代史資料二十二），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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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階級運動等問題。 

     另外就在農組在各地爭議的發展逐漸增溫之時，發生了經費困難的問題，為了爭取廣大民眾的

同情來支援爭議和解決財政困窘，簡吉找上了謝雪紅來協助募款，
25
這是因為當時謝雪紅擁有高知名

度，透過她的拜訪，農組的人再去募款相對容易些。 

    就這樣，農組因為人才與經費問題，和謝雪紅的關係愈來愈緊密。透過謝雪紅介紹，農組許多幹

部，如簡吉、趙港、楊春松、楊克培、簡娥、葉陶……等人紛紛加入台灣共產黨。其實簡吉會加入台

灣共產黨早已有跡可循，根據黃師樵的描述：「簡吉在高雄第三公學校勤務時，頗愛研究列寧及孫文

所著之學說，抱持左傾思想」、「自日本訴願歸台後，為農民組合之擴大強化，至各地辦演講會，宣傳

階級意識」，而簡吉在結識謝雪紅與楊克培後，簡吉的思想更加左傾化，遂帶有濃厚的共產主義色彩。

26
所以簡吉就在 1928 年(昭和 3 年)年底，台灣農民組合第二次大會上，與謝雪紅、林兌等合作，提出

台共的「農民問題對策」之提案，其目的就是要將台灣農民組合完全置於台灣共產黨的領導之下，將

農民組合轉化為赤色組織。簡吉也因此在「二一二事件」中入獄，但出獄後，依然不為所屈，繼續推

動農組的赤化。 

    其實農組要不要支援台灣共產黨，簡吉也曾深思熟慮過，態度是冷靜且理性的。在 1928 年九月

底，簡吉、陳德興、楊春松、楊克培等幹部就曾密會於農組本部樓上，討論是否贊成謝雪紅所提議的

支持共產黨的問題，簡吉展現出他的絕對理性，決定如此的回應：「於現實情況，連幹部都有許多人

不知道黨是什麼，而我們也正在研究。另一方面，現在的農組幹部裡有農組方針相反的楊貴一派的反

動勢力的餘黨。排除他們是當前急務，另外鑒於現在農組的合法活動都受到如此彈壓時，即刻接受黨

的提議一事需要多加考慮」，所以簡吉雖然支持共產黨，本身也加入台共，但對於處理台共與農組的

關係，卻不失於理性判斷。 

    不過就在台共的介入下，台灣農民組合本身產生了根本上的質變。它造成了農組內傾向台共的幹

部派與非幹部派的對立與分化，以簡吉為首的幹部派聯合謝雪紅排除了楊貴等的非幹部派，非幹部派

                                                 
25謝雪紅，《我的半生記》，頁 275。 
26黃師樵，《台灣共產黨祕史－台灣史上的第一面紅旗》，台北：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 年，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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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排除後，農組的台共色彩更加濃厚了。 

    1928 年(昭和 3 年)12 月 30 日台灣農組在台中市初音町的樂舞台召開第二次全島大會，除了依照

「農民問題對策」的指導進行討論，將「土地還給人民」的口號優先提出，工農加緊聯盟，更強調要

將農民運動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聯繫起來；
27
也選出了中央委員，在這次當選的委員中大部分是台共

或親台共的成員，簡吉也在這次選舉中雀屏中選。台灣農民組合至此完全落入了台共的控制之下。 

     這次農組的大會在台共的指導下成果豐碩，大會結束後所發表的口號與宣言皆與「農民問題對

策」相互配合，包括「農民生存的耕作權之確立」、「生產物管理權之確立及小作料減免」、「擁護工農

祖國蘇維埃」、「全世界無產階級解放萬歲」……
28
等等，同時為了加強農組的組織工作，通過了謝雪

紅所提案的成立救援部支部、青年部支部和婦女部支部的建議，把台共建黨綱領落實到基層。 

    我們可看出，無論從指導路線的確立、組織工作的強化、職務的分配上，台灣農民組合在第二次

全島大會的進行上，已完全被台灣共產黨所控制，而謝雪紅所領導的台灣共產黨之所以能順利掌握台

灣農組，簡吉是其中的關鍵人物。其實為了加強台共對農民組合的控制，在第二次全島大會開會前，

台共東京特別支部的林木順指示林兌回到台灣，並把所擬定的「農民問題對策」交給謝雪紅，謝雪紅

再把「農民問題對策」的重要指示轉達給簡吉，以便在全島大會上議決。就在此時的日本當局也已警

覺台共的活動正藉著農民組合顯現出來了。 

    在這次大會中，簡吉展現了他不屈服的精神。大會是在日本警察的高度壓力下進行，在會議中每

每被大叫中止，現場於是衝突叫罵聲不斷，簡吉盡力的控制會場，努力維持秩序，一旦情勢升高到非

常危險時，他就宣布休息暫停，會議第一天終能勉強結束。可是第二天在討論議案時，與日警發生衝

突，簡吉等人被檢束，由此可見當時情勢之嚴峻。而由於日本已警覺台共的介入農組，當局為了破壞

農組的活動，也藉以了解台共與農組的之間的關係，遂於 1929 年(昭和 4 年)2 月 12 日，以假藉「違反

出版法規」的名義，對全島農民組合機構進行逮捕。 

    這次的事件，使得多數農組領袖遭到日本當局的逮捕和監禁，農組會員因此銳減，可是對日本當

                                                 
27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農民運動＞，頁 131-142。 
28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農民運動＞，頁 144-149；史明，《台灣人四百年史》，頁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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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而言，其實也產生了某些程度的反效果，因為在此之後，農組的幹部與組合員的思想更趨近共產主

義，更多農組人員加入台共，台共在農民組合的地位更加穩固了。
29
簡吉就在這次事件當中被判刑，

關了整整一年，可是他也沒有因此屈服，在入獄前的保釋期間，簡吉連同趙港，在台北開設了「農民

組合台北出張所」，作為法庭鬥爭的據點及中央幹部的會合中心，並積極進行農組的重建，在台共監

護下進行改造，改選臨時中央委員，推舉簡吉、趙港、楊春松、陳德興、張行等五人為中央常務委員，

審議並通過了農組的新行動綱領。此後，活動轉變為非法的地下運動，專靠個別訪問或舉辦座談會來

推動，致力於農村青年的赤化與組織的擴大。 

    1930 年(昭和 5 年)對農組而言，是沉寂的一年，但他們仍默默的進行非法和祕密的活動。此時，

世界經濟的恐慌逐漸影響，尤其是農村經濟受害最深；另一方面，在史達林控制下，所謂「資本主義

第三期」的危機正在整個世界蔓延，促進了國際主義者的激化。這種局勢正好給正進行重組活動的農

民組合一個推動農民運動的一個好契機。 

    在此前提下，1930 年底，少數農組幹部依據台共黨中央的指示，祕密發表了一份「台灣農民組合

當前任務」的文件資料，這文件對農民組合提出了某些批評，於是謀求確立農民組合的新方針與重組

新陣營。其批評如下： 

    （一）對各種鬥爭不夠努力去加以激發、努力和指導。 

    （二）對中央的議決與指令，各同志理解不夠，以致未能貫徹。 

    （三）少數幹部的專制作風 

    （四）陣營內仍存有合法主義與組合主義的傾向。 

    （五）為徹底煽動「土地革命」。 

    （六）缺乏對楊連一派的積極鬥爭。 

    （七）缺乏針對青年與婦女的要求。
30
 

    基於這樣的批判，農民組合幹部於 1930 年(昭和 5 年)11 月 20 日、21 日兩天，召開了「中央常任

                                                 
29李里，《日據台灣時期警察制度研究》，台北：海峽學術出版社，2007 年，頁 232。 
30王乃信等譯，《臺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農民運動＞，頁 21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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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會中決定把農民組合做為台共指導下的大眾團體，而於 1931 年(昭和 6 年)1 月 1 日所召開的

竹崎會議中通過中央常任委員會提出的「支持台灣共產黨」議案，且將之付諸實施。此時的農民組合

已和台共完全在同一路線上了。從此以後台灣農民組合成為了台共的外圍組織，這象徵著台灣農民組

合已成為一個非法、地下化的運動團體了。 

    1930 年(昭和 5 年)12 月 24 日簡吉出獄，隔年 1 月 1 日簡吉就接到要召開竹崎會議的通知。會議中，

簡吉依「戰線配置案」前往北部聯合會，召集州支部聯合會及各支部委員舉行委員會議，傳達竹崎會

議所決議的支持台灣共產黨各項重要決議及新組織方針與戰略戰術，並獲得承認。由於當時農組活動

受到日方嚴格取締而難以施展，各地農組幹部相繼到本部向簡吉求助，簡吉不畏艱難，到處奔波，他

協助支部重建，研擬行動方案。可惜因為親密戰友趙港的被捕，許多計畫尚未發展即胎死腹中。 

    台共的發展，備受日本殖民政府的重視，所以 1931 年 3 月起，台灣總督府開始搜捕台共份子，

反日運動也隨之劇烈，被捕受難的同志也越多，農組活動與竹崎會議的活動幾乎無法實行，台共、農

組與文協均受到日本殖民政府的高度監控，為了恢復組織運作，領導群眾，只能以另一種形式出現，

再加上簡吉注意到正坐牢同志的家屬困境，以及剛出獄幹部的窮困潦倒，以簡吉為首的「台灣赤色救

援會」便孕育而生，「赤色救援會」可說是日據時代最後一波社會運動，簡吉也是戰到最後的一個領

導者。但這也使得簡吉二度入獄，這次的罪名是召開了三次文協、農組聯合會議，成立台灣赤色救援

會，
31
再加上他是台共中央委員，最終被判禁錮十年。 

 

肆、結論 

     由於台灣農民組合的組成份子是佃農與蔗農，其本身經濟條件與知識有限，簡吉做為台灣農民

組合的領導者，必須為農組的未來謀求出路。在初期的抗爭有了進展以後，為保有抗爭成果，必須尋

求外力的支援與技術，所以簡吉到日本請願期間，拜會了當地的日本農民組合，不但獲得了同情，也

取得了日本農民組合的公開支持，在日本農民組合的會議決議文中就指出 ：「台灣農民組合在孤立無

                                                 
31蔡石山，《滄桑十年：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 1924-1934》，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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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中勇敢戰鬥，我日本農民組合需支援彼等，使得徹底的解放台灣之農民。」
32
所以謝春木在《台灣

人の要求》一書就曾指出：簡吉、趙港從日本歸來後的農民團體，鬥爭方式幾乎很多都是學自日本國

內的農民團體的手法。
33
 雖然請願運動毫無進展，不過也與勞農黨取得戰略上的聯繫，就在日本農組

與勞農黨的激勵與支援下，農民組合開始左傾，示威遊行活動變得較以往激烈，農組人數也從幾百人

遽增至兩萬多人，是台灣農組的極盛時期。 

    台灣農民組合成為當時台灣最大也是組織最健全的社會運動團體，隨著謝雪紅的介入，她想重建

日共台灣支部，第一個目標便是取得和台灣農組的合作，他極力遊說農組許多幹部入黨，尤其是簡吉

在當時的農組最具影響力，是她爭取的第一目標。於是日本勞農黨在台灣農民組合的指導者角色，便

逐漸被台灣共產黨所取代。 

    簡吉與謝雪紅的合作，確實帶給農民組合有了飛躍性的成長，支部組合擴展，另外增加了四個聯

絡處，所以農組與台共結合後，確實使得農組在運動策略上更加活絡，足證台灣農組在採取了更左的

路線之後，農民運動更受到農民的支持。 

    可是就在農組赤化的同時，台灣總督府開始進行殲滅性的鎮壓政策，利用「違反出版法規」的莫

須有罪名，對台灣農組的全島機構進行突擊性的大檢舉，農民組合從此由盛轉衰。 

所以有學者認為「當時農民組合的領導者，對於客觀情勢認識不足，錯估農民的鬥爭力量，妄信教條，

過早轉向階級鬥爭」
34
，或「農民組合忘記了本來任務，一頭栽進政治指導，忽略經濟鬥爭，切斷與

民眾的紐帶，導致自己與民眾疏離」
35
，但以當時的情勢來看，左翼思想乃當時世界之潮流，當一個

反對運動無法突破其當時困境時，若有一些助力或學說，可以讓他們認為所奮鬥的目標是神聖且高尚

的，那麼偏向也是必然的趨勢。 

 

 

 

                                                 
32《台灣民報》第 146 號，1927 年 2 月 27 日，頁 7。 
33謝春木，《台灣人の要求》，台北：台灣新民報社，1931 年，頁 37。 
34葉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台中市：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 年，頁 563。 
35蕭友山、徐瓊二著，陳平景譯，《台灣光復後的回顧與現狀》，台北：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 年，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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